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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以其独有的制度创新基因引领要素集聚，聚焦“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会
对区内的产业协同集聚产生影响。 结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评估了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够促使区内产业的协同集

聚；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自贸试验区能通过对外开放制度创新、财政补贴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促进地

区产业协同集聚；税收优惠制度创新机制对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自贸试验区促进产业协

同集聚的效果对处于不同地理区位、行政等级不同的城市具有区域异质性，自贸试验区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性

服务业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促进效果具有行业异质性；空间溢出视角下，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会对相邻地区

和经济水平相似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存在先抑后扬的“Ｕ”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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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进行深度融合。 生产

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以下简称为“两业”）融合的现实空间平台就是产业协同集聚。 在中国转轨经济

形势下，政府的政策行为同制度环境会通过影响各类型经济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１］，重塑产业空间分

布格局，影响区域的产业集聚特征。 现阶段我国制度具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典型特点，“对
内改革”主要指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松对某些生产性服务业不合理的产业管

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破除不利于产业平衡协同发展的政策瓶颈同体制障

碍［２］；“对外开放”则意味着主动融入全球化，在拓宽商品、资本、人员交流空间的同时，借鉴西方先进

制度，助力国内经济制度演进，通过“制度转型”机制影响产业的专业化、多样化集聚［３］。
我国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在 ２１ 个省市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为“自贸试验区”）试点建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贸试验区本质上不仅是贸易体制改革，其更深层的含义是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

强调学习借鉴国际先进规则、标准及管理体系，促使国内规则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制度相衔接。 自贸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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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区新一轮以制度型开放为表征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会通过促进要素的跨区流动与整合，影响区域

产业分工和区位选择。 现阶段，中国集聚经济开始出现新特征，即产业集聚并非仅仅是单一产业在地理

空间上不断汇聚，而是相互关联产业的协同集聚。 在此背景下，自贸试验区以其独有的制度创新基因引

领要素集聚，将从制度维度上优化制造业价值链功能环节与高端生产性服务的匹配程度，进而对“两业”
价值链的空间耦合互动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研究自贸试验区对地区“两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一方面，
科学评估了前三批自贸试验区推进制度创新对“两业”协同集聚的实际成效，总结了优秀经验；另一方

面，将为新一轮的自贸试验区运用互动机理确立产业结构转型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二、 文献综述

（一） 自贸试验区建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

关于自贸试验区影响产业发展的研究，大多学者以宏观视角，论述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

调整的影响。 已有文献对自贸试验区是否有利于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结论并不一致。
Ｐｏｌａｓｋｉ［４］、Ｊｅｎ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Ｋｕｏ［５］等国外学者认为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会助推世界经贸发展的失衡，产生强

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消极效果，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弱化母国企业对自身的掌控权和其

对经贸发展主导地位，对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消极作用。 Ｋｒｕｇｍａｎ［６］ 认为，自由贸易区以削

减贸易壁垒为重要功能，有利于促进要素、商品及服务在全球经济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通过助力企业

从价值链低端晋升向高端，促进生产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升级［７］。
国内学者们前期研究多使用省级层面数据，以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四个自贸试验区为样本，从

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两个维度分析自贸试验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实证方法主要包括双

重差分法与合成控制法，并深入从中间商品进口质量效应、外资专业化分工效应［８］、进口扩大效应、金
融集聚效应［９］、创新驱动、优化资源配置、产业集聚效应［１０］多个角度研究了自贸试验区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的理论机制。 在此基础上，支宇鹏等［１１］ 使用城市层面数据，认为自贸试验区主要通过制度供给

机制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 邓慧慧等［１２］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角度刻画产业升级，认为自贸试验区

在投资、贸易等领域的改革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促进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黎绍凯和李露

一［１３］发现自贸试验区在显著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以虹吸效应为代价，对以往的研究做了

补充。 鲜有学者从产业互动的视角，定量评估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两业”协同聚聚的影响。
（二） “两业”协同集聚机制的研究

Ｅｌｌ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ａｅｓｅｒ［１４］最早把关注点投向差异产业间的空间集聚现象，并提出产业协同（共同）集
聚的概念，认为协同集聚现象基于产业间存在的水平关联（人才、自然资源及技术共享）和垂直关联

（投入产出关系）。 关于“两业”协同式集聚关系的观点主要强调“两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生产性

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生产的中间投入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两者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１５］。 “两业”的协

同式集聚观点不仅在封闭经济情形下得到了经验证据［１６］，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亦有具体体现［１７］。 陈

国亮和陈建军［１８］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数据，进一步证实“两业”的协同集聚在产业互动层面与产业前

后向关联度、知识溢出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补充了空间距离以及制度因素对“两业”协同集聚的影

响。 江曼琦和席强敏［１９］补充了投入产出关系带来的“两业”协同集聚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即投入产

出关联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产业同科技、信息、商务类等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式集聚的主要动力。 另有学

者基于知识外溢路径，发现不同类型产业间知识溢出（Ｊａｃｏｂｓ 外部性）中的产业互补对创新的促进作

用相较于产业内知识溢出（ＭＡＲ 外部性）更强［２０］。 基于“两业”的技术关联，“两业”间的知识溢出主

要是通过制造环节同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环节之间的有效沟通实现的［２１］。 以上主要是基于经

济地理因素对“两业”协同集聚机制的研究，赵伟和王春晖［２２］ 认为，引入由制度因素所产生的以隐性

贸易成本形式存在的交易费用，对于解释我国开放条件下差异类产业协同式集聚的互动循环机理尤

其重要。 研究中国的产业集聚现象，还应考量到制度环境及公共政策的内生作用［１］，而当前学界对产

业协同集聚形成机制多从产业、空间维度进行考察，鲜有涉及“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制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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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第一，从“两业”互动关联的视角，研究自贸试验区政策对地

区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为以往的研究做出进一步的补充。 第二，从制度维度构建自贸试验区影响

“两业”协同集聚的理论机制框架，为“两业”协同集聚形成机制提供制度维度的考察。 第三，结合自

贸试验区的辐射作用目标，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探讨了自贸试验区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三、 制度背景及理论机制分析

自贸试验区为产业发展指明了主攻方向。 一是将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战略导

向；二是重点培育现代服务业，即与制造业密切关联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
自贸试验区聚焦“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本文遂将自贸试验区的集成式制度创新进一步分解，重点

考量对外开放、公共服务、财税制度创新对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效果。
（一） 对外开放制度创新机制

自贸试验区向“双轮驱动”的对外开放模式转型。 在促进投资开放领域制度创新方面，自贸试验

区施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重点在商贸服务、航运服务、专业服务、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

业领域减少或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扩大了生产性服务领域的开放范围，自贸试验区在引

入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跨企业人员的流动、业务合作以及技术转让等活

动，能通过技术溢出、竞争效应以及示范效应提高服务中间投入品的种类和质量［２３］，通过垂直产业关

联作用为制造业升级嵌入更多专业化的知识及技术生产要素，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周边地区制造

业的发展，更有利于形成两者的协同式集聚。 另外，自贸试验区加强对外资投向的政策引导，亦将引

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领域，促进高端外资制造企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地区制造业结

构升级，促使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进一步升级与扩张，为本地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外资制造公司的

合作拓展更大的空间，从而促进产业的协同集聚。 综上所述，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自贸试验区能通过对外开放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的协同集聚。
（二） 财税制度创新机制

一方面，政府通过出台有利于人才、资金、先进设备引进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自贸试验区内企业

运营亟须资金和高端人才、技术进行吸聚与调节，能较好地解决生产要素的供需矛盾，从而为片区

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配套高端人才、技术支撑和融资支持；另一方面，自贸试验

区降低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将激励先进制造、生产性服务企业入驻本地进

行投资和生产，直接推动所扶持产业的协同集聚。 同时，所得税的减免使得制造企业用于转型升级

的资金增多，从而产生更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和更强的“定向集聚”效应，形成“两业”协同集

聚的现象。 从全国自贸试验区的整体发展来看，自贸试验区产业补贴政策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

产业补贴倾向相近。 自贸试验区大多出现了对先进制造业以及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

服务业产业的补贴倾向。 二是部分自贸试验区还逐步形成“研发 ＋ 制造 ＋ 服务”的功能布局，相关

产业补贴政策主要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与突破、先进制造技术的开发，同时还对创新型、服务

型平台建设提供相关补贴支持。 政府对先进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给予产业补贴支持的同时，可
借用信号效应吸引其他社会资本的投入［２４］ ，不仅可以直接填补生产性服务企业技术研发的资金缺

口，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制造企业购买先进设备的能力，达到激励创新的效果［２５］ ，这将推动制造业与

科技中介等服务机构深入协同合作创新，从而加强产业链内部制造企业和服务机构之间的技术关

联，促进产业的协同集聚。 综上所述，提出假说 ２ 和假说 ３。
假说 ２：自贸试验区能通过税收优惠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的协同集聚。
假说 ３：自贸试验区能通过财政补贴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的协同集聚。
（三） 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机制

自贸试验区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主要围绕两个层面：一是为了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公共服务供

给，二是建设生产性公共服务平台。 自贸试验区将原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职能逐渐让由专业服务机构

承揽，致力于推动社会化的公共服务，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能。 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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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自 ２０１３ 年挂牌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已建成金融服务、商务、通关等各类完善的生产性服务设施，
例如建立综合保税区的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高桥物流中心、金融租赁公司与多家中资、外资银行等。
自贸试验区基于产业发展需求，从国内外引进一批产业升级亟需的服务机构入驻，完善丰富公共服务

内容，不仅能为所扶持产业发展提供信息、技术和资金等支持，还可以协调“两业”之间的关系，营造产

业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促进产业的协同集聚。 综上所述，提出假说 ４。
假说 ４：自贸试验区能通过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的协同集聚。
（四） 自贸试验区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一方面，自贸试验区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要目标，其政策导向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及资本

的流动方向，因此自贸试验区会表现为从周围城市虹吸生产性服务业要素。 对制造业而言，自贸试验

区的设立将促使所在城市产生集聚效应，推动城市土地租金和运输成本增加，此时附加值低、生产周

期长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将面临土地租金、商务成本和市场竞争一系列压力，以追寻利润最大

化为目标，中低端制造业企业将自发地转移至自贸试验区周边城市，形成溢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周边

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 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中心城市在强化自身生产性服务功能的同时，可利用产

业链上下游传导机制发掘总部 －制造基地联动效应［２６］，带动周围城市制造业的发展；另外，自贸试验

区内上下游关联产业、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汇聚至一定程度时，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具备地理距离

优势的邻近城市将受益于自贸试验区的辐射作用，带动本地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从而促进制造业产业链本身较为发达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 此外，同自贸试验区经济水平、城
市特性相似的非试点城市，对人才要素、技术及管理模式、中间品采购等有着类似的需求，将利用制度

创新的示范效应及自身的主动学习效应，以“制度联动”引领产业的协同集聚。 综上，自贸试验区和其

他非试点城市并非空间效应下绝对的“损失者”或“受益者”。 因此，提出假说 ５。
假说 ５：自贸试验区试点城市对产业协同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会对相邻

地区和经济水平相似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存在先负后正的“Ｕ”型影响。
四、 模型设定、变量及数据处理

（一） 模型设定

衡量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两业”协同集聚的政策效应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考虑到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底

新冠疫情的暴发对我国产业经济造成的影响，且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设立的自贸试验区时间较晚，本文选取

国家设立前三批自贸试验区实施片区所在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处理组。 在本文的 ２８０ 个地级市样本

中，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中国已先后建成 １２ 个自贸试验区，共分布片区在 ２４ 个城市①。 本

文选取国家设立的前三批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处理组，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②。 由

于自贸试验区在不同城市设立的时间不同，本文借鉴刘瑞明和赵仁杰［２７］ 的做法，采用渐进式 ＤＩＤ 的

方法，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计算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净效应。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ｐｏｓｔｉｔ ＋ βδ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
式（１） 中，Ｙｉｔ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ｉ 个城市在第 ｔ 年份“两业” 协同集聚水平；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ｐｏｓｔｉｔ 为设

立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虚拟变量。δｉｔ 为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ηｔ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μｉ 代表城市固定效

应，εｉｔ 代表随机误差项。在式（１） 中，核心估计参数 α１ 表征本文研究的政策效应的净效应系数。
（二） 数据与指标选取

本文所使用样本为中国大陆 ２８０ 个城市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８ 年的面板数据。 计算“两业”协同集聚指数

—０８—

①

②

本文的处理组为前三批设立自贸试验区片区的城市，涉及 ２０１３ 年设立的上海，２０１５ 年设立的天津、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珠
海，２０１７ 年设立的沈阳、大连、营口、舟山、郑州、开封、洛阳、武汉、宜昌、襄阳、重庆、成都、泸州、西安、咸阳。

将海口市和三亚市纳入控制组，主要考虑到第四批自贸试验区城市获批于 ２０１８ 年，政策效果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且 １
年数据所提供的变异性有限，会降低整个模型的估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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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各地方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年鉴》以及 ＷＩＮＤ
数据库等，也有部分数据来源于国家相关部委以及各主要城市的相关职能部门网站；计算控制变量所

必要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两业” 协同集聚指数（ｌｎｃｏａｇｇｌ）。本文参考顾乃华［２８］ 的研究界定生产性服务

业涵盖范畴，然后参考张虎等［２９］ 的方法构建“两业” 协同集聚指数。第一步，依次设定“两业” 的区位

熵指数如下：
ｍａｇｇｌｍｉ ＝ （ ｌｍｉ ｌｉ） ／ （ ｌｍ ｌ） ｓａｇｇｌｓｉ ＝ （１ ｓｉ ｌｉ） ／ （１ ｓ ／ ｌ） （２）
其中，ｍａｇｇｌｍｉ 表示 ｉ城市的制造业ｍ在全国层面的区位熵，ｓａｇｇｌｓｉ 表示 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 ｓ在

全国层面的区位熵，ｌｍｉ 表示 ｉ 城市制造业从业人数，ｌｓｉ 表示 ｉ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ｌｍ 与 ｌｓ 分别

为全国制造业和全国生产性服务业从业总人数，ｌ为全国“两业” 从业总人数。第二步，基于两产业的区

位熵进一步构建“两业” 协同集聚指数：
ｃｏａｇｇｌ ＝ ［１ －｜ ｍａｇｇｌ － ｓａｇｇｌ ｜ ／ （ｍａｇｇｌ ＋ ｓａｇｇｌ）］ ＋｜ ｍａｇｇｌ ＋ ｓａｇｇｌ ｜ （３）
２．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１） 经济发展水平（ｌｎｐｇｄｐ），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２） 城市创新质

量（ｌｎｉｎｎｏ＿ａｕｔｈ），各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的自然对数；（３） 国际贸易（ｌｎｔｒａｄｅ），进出口贸易与 ＧＤＰ 之

比的自然对数；（４） 产业结构高级化（ｌｎｉｎｄ），采取付凌晖［３０］ 的方法测度；（５） 信息化程度（ｌｎｉｎｆｏｒｍ），
参考袁航和朱承亮［３１］ 的做法，用人均邮电量与人均 ＧＤＰ 之比的自然对数测度。

上述所有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第一批自贸试验区城市 第二批自贸试验区城市 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城市 其他城市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ｌｎｃｏａｇｇｌ １． ０３５
（０． ２８４）

１． ４０４
（０． ３９１）

０． ４５５
（０． ５６８）

０． ４５７
（０． ５３５）

－ ０． １１０
（０． ４９４）

０． １１４
（０． ７９４）

－ ０． ３９３
（０． ６３９）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１． ２７９
（０． ０６２）

１１． ６１４
（０． １５４）

１１． ３２６
（０． ３４４）

１１． ７３５
（０． ２５２）

１０． ７７２
（０． ５２５）

１１． １７１
（０． ４０６）

１０． ４６２
０． ６２８

ｌｎｔｒａｄｅ ０． ３５９
（０． ０９６）

０． １１０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７）
（０． ６９５）

－ ０． ３２８
（０． ６２２）

－ ２． ３９７
（１． ４１９）

－ ２． ３１４
（１． ５０２）

－ ２． ７１５
（１． ５３８）

ｌｎｉｎｎｏ
＿ａｕｔｈ

１． ３２４
（０． ３０８）

１． ８４１
（０ ． ２３８）

（ － ０． １１８）
（０． ９６５）

１． ００６
（０． ８８５）

－ １． ３３８
（１． ５８１）

－ ０． ３６１
（１． ３３８）

－ ２． ５１４
（１． ６３０）

ｌｎｉｎｄ １． ９７４
（０． ００７）

１． ９１９
（０． ００８）

（１． ９４４）
（０． ０２８）

１． ９６６
０． ０２６

１． ８８３
（０． ０４９）

１． ９１６
（０． ０４４）

１． ８５９
（０． ０５１）

ｌｎｉｎｆｏｒｍ － ２． ７６３
（０． ４１３）

－ ３． ９８０
（１． ２２２）

－ ３． ０４５
（０． ８２６）

－ ３． ４１４
（０． ９８０）

－ ３． ９３０
（０． ４１５）

－ ５． ５１４
（１． ０８３）

－ ４． １７７
（０． ８９６）

观测值 ５ ６ ４２ ２４ １３５ ３０ ２ ８３８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五、 实证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一）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借鉴蒋灵多等［３２］的做法，设定模型如下：

Ｙｉｔ ＝ α０ ＋ ∑βｔｒｙｅａｒｉｔ ＋ βδ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４）

其中，ｒｙｅａｒｉｔ 表示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前后各年度虚拟变量。ｒｙｅａｒｉｔ 的取值范围为［ － ９，５］，结果

如图 １ 结果所示，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前年份虚拟变量的影响始终在 ０ 附近波动，这说明，自贸试验区

政策实施前控制组与处理组与的趋势变化没有显著差异，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二） 基准回归

表 ２ 报告了自贸试验区政策效应的平均效应检验结果。 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后，自贸试验区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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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１％ 的水平下正向显

著，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够促使区内“两业”
的协同集聚。

（三） 安慰剂检验

本文分别采用随机政策实施时间以及随

机抽取实验组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根据

图 ２ 及图 ３ 结果，安慰剂检验中的系数估计值

显著异于基准回归中自贸试验区政策虚拟变

量的系数估计值（０． ２６３），这表明自贸试验区

建设对“两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改善作用并未

受到潜在遗漏变量和非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ＰＳＭ⁃ＤＩＤ 法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２８３∗∗∗

（４． ２３２）
０． ２６３∗∗∗

（３． ９９７）

ｌｎｐｇｄｐ ０． ２０４∗∗∗

（３． １０３）

ｌｎ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３９∗∗

（２． ２１５）

ｌｎｉｎｎｏ＿ａｕｔｈ ０． ０３８
（１． ６３９）

ｌｎｉｎｄ － ０． ３２７∗∗∗

（ － １０． ０７０）

ｌｎｆｏｒｍ ０． ０７４∗∗∗

（３． ９８８）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０． １４６∗∗∗

（ － ５． ７７７）
－ ９． ２４３∗∗∗

（ － ６． ２２０）
Ｒ２ ０． ０５７ ０． １０４
样本量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 ｔ 值。

表 ３ 列（１）显示，匹配后自贸试验区政策虚拟变量对“两
业”协同集聚的系数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自贸试验

区建设对“两业”协同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２．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服务贸易创新试

点城市的识别变量与冲击年份识别变量的交互项。 结果如表 ３
列（２）所示，自贸试验区试点建设政策对“两业”协同集聚水平

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
３． 工具变量法

本文参考曹翔等［３３］的方法，构建某城市是否设有国家级综

合保税区的分组虚拟变量，表 ３ 列（３）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进行

二阶段回归的估计结果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较合理。
４． 变更政策冲击的衡量方式

本文由此以自贸试验区设立第一年所受到的实际冲击月份

数占全年比重重新对 ｐｏｓｔｉｔ 赋值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如表 ３
列（４）所示，自贸试验区试点建设政策对“两业”协同集聚水平

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

图 ２　 安慰剂检验（年份随机）
　

图 ３　 安慰剂检验（处理组随机）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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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ＰＳＭ⁃ＤＩＤ
（２）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３）

２ＳＬＳ 回归
（４）

改变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衡量方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２５７∗∗∗

（３． ７５４）
０． １４６∗∗

（２． １５０）
０． ００３∗∗∗

（２． ４８８）
０． ２６６∗∗∗

（３． ６６９）

一带一路
０． ０１１

（０． ３４５）

服务贸易创新试点
０． ５１８∗∗∗

（６． ３２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７． ７４４∗∗∗

（ － ４． ２３７）
－ ９． ８３７∗∗∗

（ － ６． ５３１）
－ ９． ４５６∗∗∗

（ － １１． ２５）
－ ９． ２１７∗∗∗

（ － ６． ２００）

Ｒ２ ０． ０９０ ０． １１７ ０． ５５３ ０． １０４

样本量 ２ ４０８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第一阶段回归 Ｆ １ ０１９． ８４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Ｆ １ １６９． ００

ＳＹ 临界值： １０％ １６． ３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六、 异质性检验与机制检验

（一） 异质性检验

１．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不同行政级别的自贸试验区城市在制度供给力度同政策实施效果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另外位于

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位城市在产业开放格局、发展基础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将造成自贸试验区制度

供给对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效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据此，本文从东中西部地理位置、城市行政

级别划分两个层面展开区域异质性分析。
表 ４　 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直辖市和
省会城市

非直辖市或
省会城市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１１０∗

（１． ８１２）
０． ３２５∗∗∗

（２． ８６８）
０． １５１∗∗

（２． ０７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７． ４５４∗∗∗

（ － ２． ９４０）
－ １２． ６９４∗∗∗

（ － ６． ２５６）
－ ０． ４４９∗∗

（ － ６． ７０１）
－ ７． ６１９∗∗∗

（ － ２． ９６４）
Ｒ２ ０． １８０ ０． １１９ ０． ０９０ ０． ０７９
样本量 １ １００ １ ９８０ ２９７ ２ ７８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由表 ４ 列（１）和列（２）可知，东
部城市对“两业”协同集聚度的促进

作用小于中西部城市，这可能是因

为：东部自贸试验区城市凭借其较

好的经济基础和原有的更加开放的

产业格局，城市工业化成长阶段高

于中西部，在本就相对完善的生产

性服务产业体系的支撑下，“两业”
的协同发展水平较强，因而自贸试

验区政策带来的边际贡献相对小于

中西部城市。 中西部大多数城市仍

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提高制

造业的竞争力是当前产业发展阶段

的重点，中西部城市可以更有效地吸

纳和利用自贸试验区政策释放的发展机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进而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带动

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促进“两业”的协同集聚。 由表 ４ 列（３）和列（４）可知，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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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集聚促进作用更明显。 原因可能是：前三批自贸试验区城市不仅包含了直辖市，还包含了重要战略

地位的省会城市，其拥有更多制定政策和配置资源的权限，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集聚、制度创新先行试

验等方面相对于非省会城市存在明显优势，进而对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强。 而高行政等级城市在

积极保障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有效推行的同时，能够对低行政级别自贸试验区城市实现上行下效示范引

领作用，使得低行政级别城市共享、拓展制度创新的红利，推动产业的协同集聚。
２． 行业异质性分析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行业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且当前制造业的发展阶段促使其对不同生产

性服务投入需求存在差异，导致自贸试验区内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水平不同，
本文由此进行行业异质性分析。

表 ５　 行业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运输和
通信服务

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

金融服务
租赁和

商务服务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２０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４）
０． １０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０． ５８８∗∗∗

（ － ３． ８２３）
－ ０． ７１０∗∗∗

（ － ５． ６５１）
－ ０． ７３８∗∗∗

（ － ５． ４７２）
－ ０． ６３４∗∗∗

（ － ２． ７２０）
Ｒ２ ０． ０９１ ０． ０７８ ０． ２３０ ０． １０８
样本量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
号内为 ｔ 值。

表 ５ 报告了部分细分生产性

服务业行业的回归结果。 其中，
列（１）报告自贸试验区政策变量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自贸试验

区内制造业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

对运输和通信服务的需求，将进

一步推动制造业与运输和通信生

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 列（２）
报告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可能

是因为目前中国整体制造业的信

息化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主要

以劳动和资本投入为主，制造业

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发展不匹

配，导致自贸试验区对制造业同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列（３）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

创新举措有利于吸引金融要素向自贸试验区集聚，进一步降低制造企业投融资成本，增强金融业与制

造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进而促进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 列（４）报告了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自
贸试验区加强对外资投向的政策引导，促进高端外资制造企业集聚，将通过需求升级强化对商务服务

业的引力作用，形成产业的协同集聚。
（二） 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将突破不利于产业平衡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瓶颈

和体制障碍，有利于促进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的充分释放。 本文由此尝试构建如下模型：
ｌｎｃｏａｇｇｌｉ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ｉｔ × ｍｏｄｉｔ ＋ β２ 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ｐｏｓｔｉｔ ＋ β３ｍｏｄｉｔ ＋ αδ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５）
式（５） 中，ｍｏｄｉｔ 代表等一系列机制变量。其中，对外开放制度创新（ｌｎｏｐｅｎｉｔ） 使用对外开放度来衡

量，而对外开放度的主要度量指标有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本文从中选其一，使用外资依存度即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 ＧＤＰ 比值的自然对数来测量。参考崔惠玉等［３４］ 的方法，以各地区税收收入与

ＧＤＰ 比值的自然对数衡量税收优惠制度创新（ｌｎｒｅｖｅｎｕｅｉｔ） 的冲击。在各个财政支出领域中，科技投入

是驱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会影响区域内产业间知识溢出水平，进而作用于产业的协同集聚，由此

本文选用财政科技支出占比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财政补贴制度创新（ｌｎｅｘｐｅｎｄｉｔ）。公共服务制度创新

（ｌｎｐｕｂｌｉｃｉｔ） 使用各地区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财政总支出比值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β１ 表示自贸试验

区设立通过制度创新机制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的大小，其余变量与上文一致。
表 ６ 显示了机制检验结果。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列（１）、列（３）、列（４） 中，β１ 均显著为正，列

（２） 中交互项的系数 β１ 不显著。这表明自贸试验区能通过对外开放制度创新（ｌｎｏｐｅｎｉｔ）、财政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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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ｌｎｃｏａｇｇｌ
（２）

ｌｎｃｏａｇｇｌ
（２）

ｌｎｃｏａｇｇｌ
（３）

ｌｎｃｏａｇｇｌ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２０６∗∗

（２． ９５０）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０９１∗∗

（２． ３９７）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５
（１． ４６）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ｌｎｒｅｖｅｎｕｅ ０． ２４２
（３． ８９４）

ｌｎｒｅｖｅｎｕｅ － ０． ０９９∗∗

（ － ２． ３０１）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１３５∗∗∗

（６． ９０）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ｌｎｅｘｐｅｎｄ ０． ２４６∗∗∗

（３． ７３５）

ｌｎｅｘｐｅｎｄ ０． ２６３∗∗∗

（４． ００１）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０． ０４２∗

（ － １． ７９０）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ｌｎｐｕｂｌｉｃ ０． ０７１∗∗∗

（３． ５２８）

ｌｎｐｕｂｌｉｃ － ０． ００６
（０． １９０）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３
（０． ９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２． ７２６∗∗∗

（ － ３． ６８８）
－ ９． ４９１∗∗∗

（ － ６． ３７８）
－ ２． ２４７∗∗∗

（ － ０． ２４７）
－ ２． ９４５∗∗

（ － ２． ０９７）

Ｒ２ ０． １９３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９ ０． １４５

样本量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 ｔ 值。

创新（ｌｎｅｘｐｅｎｄｉｔ）、公共服务制度

创新（ｌｎｐｕｂｌｉｃｉｔ） 促进产业的协同

集聚。自贸试验区的税收优惠制

度创新对促进产业协同集聚无显

著促进效果， 这可能是因为，自贸

试验区内较强的要素流动性将增

强区内经济集聚，此时企业为享

受经济集聚带来的技术、成本等

优势并不会因集聚租金而转移至

外围地带，则地方政府即使征收

较高的税率也会对投资有较高的

吸引力，由此利用税收优惠制度

吸引产业转移和集聚的有效性

减弱。
七、 空间外溢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一

步考察自贸试验区是否存在空间

外溢效应。 为了选择合适的空间

计量模型，首先采用空间 Ｈａｕｓ⁃
ｍａｎ 检验是否存在随机效应，其
次，通过 ＬＭ 检验和 Ｗａｌｄ 测试，
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是否能转化为

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 最终

选择构建时空双固定效应的 ＳＤＭ
模型，并在模型中加入核心解释

变量二次项，通过邻接矩阵、地理

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检验自

贸试验区设立与产业协同集聚之

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及空间

溢出效应，设定模型如下：
ｌｎｃｏａｇｇｌｉｔ ＝ ϕ０ ＋ ρＷｌｎｃｏａｇｇｌｉｔ ＋

φ１Ｗ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ｐｏｓｔｉｔ ＋ φ２Ｗ（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ｐｏｓｔｉｔ）２ ＋ φ３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ｐｏｓｔｉｔ ＋ φ４（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ｐｏｓｔｉｔ）２ ＋ ϕ３δｉｔ ＋ ϕ４Ｗδｉｔ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６）

式（６） 中，大部分变量和式（１） 一致，Ｗ 为城市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两个方

面，包括 ０ ～ １ 邻接空间权重矩阵（Ｗ１）、地理距离矩阵（Ｗ２） 和经济距离矩阵（Ｗ３），增加空间滞后被

解释变量 Ｗ × ｌｎｃｏａｇｇｌ 和 Ｗ ×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回归结果见表 ７。 其中，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的一次项、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自贸试验区

政策实施可以显著且持续地促进产业协同集聚。 在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与权重矩阵交互项回归系数

中，列（１）和列（３）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自贸试验区实施会对相邻地区

和经济水平相似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存在先负后正的“Ｕ”型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初期自贸试验区

政策的实施存在对人才、技术资源要素及生产性服务业的虹吸效应，对低端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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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联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但后期随着区域知识溢出和产业迁移的扩散机制和示范效应，自贸试验

区政策实施会对相邻地区或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助推关联地区的产业协

同集聚。
表 ７　 空间计量结果

变量
（１）
Ｗ１

（２）
Ｗ２

（３）
Ｗ３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２６６∗∗∗

（０． ０６１）
０． ４９６∗∗∗

（０． ０７４）
０． ２７３∗∗∗

（０． ０６１）

Ｗ ×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０． ４１１∗∗∗

（０． １３０）
０． ２５１

（０． ０７３）
－ ０． ３５５∗∗∗

（０． １２６）

（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２ ０． ３５３∗∗

（０． ３２８）
０． ３４４∗∗

（０． ３２７）
０． ３５１∗∗

（０． ４２７）

Ｗ ×（ｔｒｅａｔ ×ｐｏｓｔ）２ ０． ６８１∗∗∗

（０． ４４３）
０． ３９３∗

（０． ２３７）
０． ５４５∗∗∗

（０． ３４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空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１． １３５∗∗∗

（０． １４０）
－ １． ２３５∗∗∗

（０． １８７）
－ １． １７８∗∗∗

（０． １５１）
Ｒ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９６
样本量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３ ０８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八、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２８０ 个城市的面

板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自贸试

验区对“两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

表明：（１）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两业”
的协同集聚。 （２）自贸试验区能通过对外开放制

度创新、产业补贴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促

进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税收优惠制度创新机制对

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３）自贸

试验区的建设对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的产业协同集

聚促进作用相对于非省会城市更明显；东部城市

对“两业”协同集聚度的促进作用小于中西部城

市。 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自贸试验区对运输和

通信服务、金融服务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同制造

业的协同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作用效果不显著。
（４）空间溢出视角下，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会对

相邻地区和经济水平相似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存

在先负后正的“Ｕ”型影响。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１）推进“两业”双轮驱动的开放模式转型。 降低生产性

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为国内企业提供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以市场竞争机制激励国内生产性服

务业提升自身服务质量，为制造业升级嵌入更多专业化的知识及技术要素，推动“两业”协同高度

的提升。 另一方面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领域，通过需求升级加强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优

化匹配，促进“两业”协同质量的提高。 （２）充分发挥财税制度创新的杠杆作用。 在完善税收优惠

制度方面，要尤其注重推动科研设备进口、技术转移、高端人才引进等税收优惠政策落地，加快推动

税收优惠制度创新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推广向全国，尽量避免“税收洼地”的形成。 在完善财政补

贴制度方面，政府可采取研发补贴的形式，将对生产环节的补贴转为对生产工艺、技术等科技研发

的投入，再将科研成果后续转化为生产力，通过加强“两业”的技术关联，贯通“两业”间知识溢出渠

道。 （３）加强生产性服务领域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拓展完善生产性服务领域的功能，为区域内传统

制造企业的升级换代、高端制造企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综合服务，营造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环

境。 （４）对不同自贸试验区城市推进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规划。 东部沿海应积极推进高端生产性服

务业的集聚，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嵌入技术、知识要素。 中西部地区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承

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发展具有优势的制造业，高行政等级城市应依其资源调配优势积极保障自

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先行试验及有效推行，从而对低行政等级城市发挥上行下效的引领示范作用。
政府应加快制定促进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较为薄弱领域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优
化生产性服务产业结构，培育在制造业发展中带动作用强，制造业需求迫切的其他类型新兴生产性

服务业。 （５）政府在部署产业协同集聚发展规划时要做到统筹兼顾，既要从全局角度出发，考虑区

域的整体性，也要结合各城市的发展特点，同周边城市协调互助，最大程度激发自贸试验区城市的

示范效应、关联效应同技术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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